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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到2l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将会有一个超常的发展。
宗教研究本来是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第一哲学即关于有之为有的哲学宣布为“神学”；黑格尔曾突出地强调过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宗教同哲学的内在关联；我们中国历来就有艺术、宗教、哲学统一互补的思想，《中庸》宣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鲜明地强调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相通性、一致性和互渗互补性；我国当代哲学大师贺麟先生在谈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艺术（诗教）、宗教（礼教）和哲学（理学）三位一体的思想（《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页）。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宗教研究（作为学术的），特别是宗教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认真地开展起来，致使中国哲学的研究长期处于残缺不全的“畸形”状态。这种状况只是到了最近阶段才有所改变。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宗教学研究终于逐步开展了起来，不仅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宗教学名著，创办了专门性的宗教学学术刊物，而且北京大学还率先成立了宗教系，其他许多大学，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相继开设了宗教学课程，编著了若干宗教学教材，发表了一些宗教学论著，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又把宗教学正式列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我国，宗教作为学术研究之一种对象的气候业已形成，宗教学研究业已启动，我国哲学研究的残缺状态开始有所补正。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宗教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其出现是相当晚近的，即使从缪勒1873年于《宗教学概论》中正式提出“宗教学”概念算起，也不过12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在这120年间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就美国而言，迄今已有200多所大学，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设置了宗教学专业或宗教学系。鉴此，有人甚而预测“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学世纪”，这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仍不失为一家之言。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解人的生存焦虑，解决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反而使之更趋尖锐，这就为宗教或宗教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既然我国正处于基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既然我国在未来世纪将加快现代化步伐，也就势必会遭遇类似的文化问题、社会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宗教和宗教学研究也就势必会有一个超常的发展。可以设想，到2l世纪，我国将会有十几所乃至几十所大学设置宗教学专业、建立宗教学系，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在哲学领域将会处于十分突出、十分显赫的地位，成为一门“显学”。将会大大缩小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甚至有望与西方国家同步发展。如果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有什么新气象的话，这很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征。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在未来世纪有无可能超常发展，而在于如何使之更为健康地发展，使之更快地与世界宗教学研究接轨，更快地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一步，固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宗教学工作者来说，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宗教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和科学与宗教辩证关系的认识问题。
首先应当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学的学科性质。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说，要划清宗教或宗教学研究同宗教信仰的界限。宗教学作为关于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自然要关涉宗教信仰，但是，研究宗教信仰是一回事，信仰某一宗教则又是一回事，恰如科学哲学虽然相关于具体科学而并非具体科学，艺术哲学相关于艺术作品而并非艺术作品一样。而且，在事实上，能否对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作宗教学思考，其关键恰在于研究者能否同自己的研究对象拉开并保持一定的“间距”。当代宗教哲学家希克在其《宗教哲学》里强调这一点是完全正当的。反之，把研究宗教与信仰宗教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当的，显然是对宗教学学科性质的一种误解或曲解。这个问题的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说，在宗教学研究中，我们应当进一步划清宗教学同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的界限。宗教学同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无疑是有关联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重大差别的。这是因为宗教学虽然研究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但它不局限于具体的和个殊的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而是要求从较高的思维层次理解和考察它们。美国耶鲁大学在“宗教研究”、“神学研究”专业之外另设“宗教学”专业，是耐人寻味的。惟有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学研究同宗教信仰、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的联系和差别，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学的学科性质，才能同西方学者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研究规范，进行富有成效的宗教学对话，从而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进而达到与西方宗教学研究的同步发展。
当前，我国宗教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则是正确理解和处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宗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和处理宗教与道德、政治、文艺、科学和哲学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就我国的国情看，探讨宗教同道德、政治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具体而深入地探讨宗教同科学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这是有目共睹的，无可否认的；但是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它是推动中国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唯一杠杆。因为科学技术虽然能解决人类物质文明方面的问题，却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精神文明或精神归宿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态焦虑和死亡恐惧问题，而且科学技术本身还有个关乎造福人类抑或毁灭人类的发展方向问题。诚然，为确保科学技术沿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需要诸多社会力量和文化因素的协同作用，但是宗教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力量和因素。这样看来，宗教同科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且还有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一面。
本世纪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如《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韦伯、《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的作者R•霍伊卡、《科学与宗教》的作者伊安•G•巴伯等，都对这一复杂关系作过具体深入的探讨，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长期以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一味强调宗教与科学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也是有违史实的。请问，在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里，究竟有几个成员没有宗教信仰呢？即使在该学会里担任会长长达25年之久的牛顿不也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既是《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作者又是《约翰启示录》的著名的注释者吗？再者，在数百名诺贝尔奖得主中，彻底的无神论者究竟占有多大比例呢？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其名著《宗教与近代科学》中把宗教与科学看作现代社会进步的两大杠杆，宣布“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来规定”，虽然太过偏激，但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看来，现在是我国宗教学家认真思考、辩证阐释宗教与科学的复杂关系的时候了。

西方宗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它毕竟只有120多年的历史，还是哲学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它在许多方面尚有待完善，它所取得的进步还是相当初步的。因此，我国宗教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实事求是，坚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我们就有望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接近乃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未来世纪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宗教学研究超常发展的世纪，成为我们中国人在宗教学领域施展才华的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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